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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美伊戰爭與美國霸權的轉變：霸權穩定論的再檢驗 

 

楊惟任* 

 

摘 要 

     

本文以 2026年 2月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聯合軍事打擊所引發的區域與全球

效應為單一個案，檢驗霸權穩定論在當前國際體系的解釋力。本文以霸權穩定論

為分析框架，輔以結構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與權力轉移理論，將理論命題操

作化為盟友配合程度、對手制衡強度、公共財供給能力及制度正當性四項指標。

研究發現：美國仍保有軍事與制度性結構優勢，未出現可即時取代的多極格局；

歐洲與印太盟友對美國採取有限追隨與戰略觀望，顯示霸權對盟友之約束力下降；

中國與俄羅斯皆批評美國的軍事行動，但前者以不完全制衡為主，後者則訴諸象

徵性制衡，均未形成集體硬制衡；戰爭雖強化美國對伊朗的直接壓力，卻也削弱

荷姆茲海峽航運安全、國際制度正當性與核不擴散體制的可運作性。本文主張，

2026年美伊戰爭揭示的不是美國霸權的終結，而是「霸權延續但功能弱化」的修

正型霸權穩定論格局，此發現對理解當前國際秩序之調整方向、同盟政治變化，

以及制度正當性的修復問題，皆具有理論與政策意義。 

 

關鍵詞：美伊戰爭、霸權穩定論、有限追隨、不完全制衡、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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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近年來，中東安全情勢趨於緊張。2023年 10月，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武裝

組織哈瑪斯的突襲行動展開大規模軍事反制，之後，以色列又與黎巴嫩真主黨、

葉門胡塞組織，以及活躍於敘利亞與伊拉克境內之武裝勢力陷入多線衝突，反映

中東安全格局已由單一戰場向多點區域擴散。 

2025 年 6 月，以色列採取預防性打擊戰略，對伊朗軍事與核設施實施多輪

有限攻擊，伊朗也對以色列進行空襲。接著在 2026年 2月 28日，美國與以色列

對伊朗發動聯合軍事打擊，伊朗隨後對以色列與若干波斯灣國家施加報復，荷姆

茲海峽航運亦受到嚴重干擾，影響國際能源供應和經濟局勢。縱然美伊雙方在巴

基斯坦等第三方居間斡旋下展開停火談判，但衝突、談判、停火與封鎖反覆交替，

形成高度不穩定的衝突型態。 

美國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的主要理由，在於削弱伊朗核子發展能力、壓縮彈

道飛彈戰力，並切斷對黎巴嫩真主黨、哈瑪斯與胡塞組織之戰略援助，以維繫中

東地區的秩序穩定。自從美國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又「「伊核議」」後後，有有核治理制制步瓦解解，伊朗不斷

提升濃縮鈾純度與儲量，使核擴散風險攀升（IAEA, 2024後。 

美伊衝突期間，外溢效應在多個領域浮現。一方面，荷姆茲海峽運輸中斷與

港口封鎖使全球能源市場、運價與保險成本同瓦上升；另方面，衝突經由黎巴嫩、

紅海與波斯灣等多個節點向外延伸，形成多點聯動的安全困境；再方面，主要大

國與盟友對美國的支持程度出現明顯分歧，反映國際體系運作邏輯正在調整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6d; Reuters, 2026f後。 

冷戰結束後，美國憑藉絕對性的綜合實力確立單極體系的霸權地位，並以影

響力為國際社會在制度與規範層面提供相對穩定的秩序架構（Ikenberry, 2001; 

Krauthammer, 1990/1991後；。然而，隨著中國起與與俄羅斯重大大國爭爭台，，加

以歐盟、日本與印度等行為者在科技、經濟與戰略的實力持續提升，全球權力分

布步漸呈現去中心化趨勢，單極體系之持久性受到質疑；（Mearsheimer, 2014; Waltz, 

2000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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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美伊戰爭正是在此背景下，提供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經驗個案。儘

管美國在軍事上仍具主導優勢，行動所獲得的國際支持卻相對有限。歐洲與印太

地區多數盟友對美國就伊朗的軍事行動普遍抱持保留態度，部分盟友甚至明確拒

絕配合美國的行動，至於中國與俄羅斯雖對美國加以批評，但實際制衡行動均未

發展為集體硬制衡。這些現象顯示，美國霸權對盟友的動員能力及作為秩序供給

者的正當性，均已面臨侵蝕。基此，當前國際體系究竟仍維持單極格局，抑或步

瓦朝向多極化方向演變，即構成本文之論述核心。 

在上述邏輯下，本文從三個層次提出研究問題。就權力層次而言，本次戰爭

是否已實質改變全球權力運作邏輯？結構現實主義強調權力分布對國際秩序具

有決定性影響；（Waltz, 1979後；，但權力優勢能否有效轉化為影響力，仍有經經驗檢

證。就行為層次而言，主要大國與盟友的回應模式，是否反映霸權約束力相對式

微？如包宗和（2011後指出，當盟友對霸權的信任程度下降時，通常傾向採取避

險或有限配合策略，Goh；（2008後亦以；「有限追隨」念說明明這現象。就制度層

次而言，美伊戰爭是否已侵蝕國際制度的穩定功能？制度主義認為，國際制度有

助於降低體系不確定性並促進國家間合作（Keohane, 1984後，一旦主要強權選擇

繞過有有制度，規範約束效果即可能顯著減弱（Krasner, 1983後。 

本文以霸權穩定論作為中心理論，分析 2026年美伊戰爭對國際體系的影響。

霸權穩定論主張，國際秩序的維繫仰經單一霸權國提供安全保障與集體公共財 

（Gilpin, 1987; Kindleberger, 1973後，當霸權國具備足夠能力與維持秩序的政治意

願時，國際體系較易維持穩定，反之則可能引發秩序鬆動，乃至於全面的權力重

組。 

不過，任何單一理論均難以完整描述國際互動的複雜性，因此本文引入結構

現實主義作為對照性理論。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本質及權力分布的作

用，並認為國家行為主要受相對實力所驅動；（Waltz, 1979後；。從角度度來，，即使

美國仍具有相對優勢地位，若權力轉化為影響力的能力下降，同樣可能推動國際

體系由單極格局向更鬆散的多中心結構演進（Mearsheimer, 2014後。 

自由制度主義提供另一補充性理論觀點，主張縱使霸權地位相對弱化，國際

制度仍可能藉由規範內化與多邊合作制制延續穩定功能（ Ikenberr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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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ohane, 1984後。本次戰爭是否導致制度功能的實質傷害，即構成評估國際秩序

走向的重要觀察指標。 

權力轉移理論亦具有相當的輔助解釋價值。當新興強權的綜合實力步瓦逼近

或挑戰有有霸權時，國際體系將瓦入較不穩定的階段；（Organski & Kugler, 1980後；。

這見解有助於彰顯當前美伊衝突的深層意涵，影響不僅存在於區域安全層次，更

涉及全球權力結構的動態重組。 

根據前述，本文以霸權穩定論為分析框架，並藉助多元理論的交叉參照，從

四項操作指標進行實證檢驗，包括盟友配合程度、對手制衡強度、公共財供給能

力及制度正當性。此設計有助於更精確評估 2026 年美伊戰爭對國際體系造成的

衝擊。 

本文採單一個案之理論檢驗設計（single-case, theory-testing後，以 2026年美

伊戰爭為分析對象，檢驗霸權穩定論的實際解釋效力，並輔以文獻分析方法，整

合理論論述與實證研究成果。此外，本文設計一個動態因果分析架構：「霸權行

動→他國回應→制度與市場後果→體系穩定性回饋」，以檢視美伊戰爭對國際秩

序運作的影響，並評估是否為國際體系由單極穩定轉向多中心爭步的契制。 

值得一提，本文採理論檢驗式的單一個案設計，其旨並非預測美伊衝突的最

終結局，而在檢視有有理論在特定情境下的解釋邊界。就方法論而言，單一個案

於理論評估的價值，並不取決於事件是否已經落幕，而是取決於特定個案能否構

成足以對理論命題形成檢證壓力的觀察情境（George & Bennett, 2005; Gerring, 

2007後。 

霸權穩定論的核心預期，亦即霸權能否將軍事優勢轉化為盟友跟隨、對手退

卻及制度背書，本屬可於衝突進行期間直接觀察的行為與過程層次現象，而盟友

的官方聲明、安全理事會決」、國際組織表態及能源市場反應等，皆為已公開且

可查證之一手素材，足以支持過程取向（process-oriented後的因果推論。 

鑒此，本文所提出者，係一組附帶範圍條件 (scope conditions)；，屬於一允 

許修正的中期評估，而非對戰爭終局的論斷，至於其外部效度，仍待後續與其他

危制個案進行系統化的比較後，方能得到更進一層的確立（Lijphart, 1971後。 

 

圖 1  

美伊戰爭影響國際體系穩定的動態因果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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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行動 → 他國回應 → 制度與市場後果 → 體系穩定性回饋 

美國對伊朗之軍

事打擊／施壓 
 

伊朗反制、代理

人擴散、盟友分

歧、大國調整立

場 

 

規範約束弱化、

制度議調受阻、

能源與航運震盪 

 

單極穩定性下

滑、多中心爭步

趨勢上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貳、文獻探討 

 

一、霸權穩定論的介紹 

霸權穩定論最早由 Kindleberger；（1973後提出，理論動制係為解釋 1930年代

世界經濟崩潰的根源。他主張國際體系的穩定有經霸權承擔公共財的供給責任，

涵蓋範圍包括維繫市場開放、金融流動性與安全保障。當霸權具備充分能力且願

意提供上述公共財時，國際合作較易維持；反之，體系秩序便面臨崩解風險。 

Gilpin（1987後在此基礎延伸，將霸權穩定論轉化為政治經濟分析框架。他

認為，國際體系穩定是由特定權力結構支撐的政治安排，霸權國透過主導制度設

計與規則制定，使自身利益得以嵌入體系運作制制，並壓縮其他國家的違規誘因。

Gilpin的論點與 Ikenberry的「制度性霸權」相互呼應；。Ikenberry；（2001後指出，

美國在二戰後以布列敦森林體系與安全同盟的制度建構，實現權力延伸，並藉此

鞏固領導的正當性與可持續性。 

在安全面向，霸權穩定論與現實主義理論在邏輯上趨於一致。Waltz；（1979後

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質迫使國家依經自助法則，體系穩定取決於權力分布

結構。Krauthammer（1990/1991後以「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後描述冷戰

後美國的強大地位，論證單一霸權對抑制大國爭爭、維繫體系秩序具有不可替代

的功能，此明法隱含的假設是：權力集中有助於提高國際體系穩定，並降低大規

模衝突風險。 

就理論而言，傳統霸權穩定論凸顯三項相互強化的制制：其一，霸權負責供

給公共財；其二，霸權經由制度設計降低交易成本；其三，霸權憑藉絕對優勢的

實力遏制挑戰者興與。這框架長期主導學界對戰後國際秩序的詮釋，並被廣泛應

用於分析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Ikenberry, 2018後。 



2026 年美伊戰爭與美國霸權的轉變：霸權穩定論的再檢驗 

 

100 
 

然而，冷戰結束後，全球權力格局歷經深度重組，促使學界對傳統霸權穩定

論提出修正。 

首先，霸權能力與供給意願之間的落差，成為理論修正的與點。Gilpin；（1987後 

認為，霸權衰退的根本原因在於「相對收益遞減」與「維持成本持續攀升」的矛

盾。當維持秩序的代價超過霸權的期望收益時，霸權即可能縮減對外承諾，秩序

供給功能因此被削弱。 

次，過度擴張問題成為批判焦點。Mearsheimer；（2014後從攻勢現實主義出發，

認為霸權在追求安全極大化的過程，往往採取擴張性外交政策，反而激化對手之

制衡反應，最終適得反地降低國際體系穩定。論點明明霸權行動本身具有雙面性：

有可能是秩序的提供者，也可能成為體系動盪的源頭。 

再者，制度主義學者指出霸權與制度之間的矛盾。Keohane（1984後主張，

即便霸權相對衰退，有有制度仍可能持續維繫合作；但若霸權主動繞過或規避制

度，即會侵蝕制度規範功能。Krasner；（1983後亦強調，國際制度的穩定性與霸權

的遵守程度密不可分，倘若霸權率先違反制度規範，制度合法性便會遭到削弱。 

在正當性方面，Clark；（2005後另提出重要補充：霸權領導的延續並非僅取決

於物質能力的絕對優勢，若缺乏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便難以維繫穩定的長期領

導。即便軍事實力具有壓倒性優勢，一旦霸權行動被認為欠缺正當性，領導地位

的可持續性將受到質疑。 

國內學界對此亦提出若干，法。施正鋒（2021後指出，國際秩序之穩定有經

霸權運作與制度設計的良性互動，否則可能引發秩序失衡；包宗和（2011後認為，

美國霸權雖仍處於相對優勢地位，但它的實質影響力已呈現下降的趨勢；吳玉山

（2017後援引權力轉移理論，強調新興強權之起與將加劇國際體系的不穩定。 

綜上所述，當代霸權穩定論已超越「霸權＝穩定」的線性命題，轉而探討霸

權有效運作的條件與限制，涵蓋成本負擔制制、制度依附程度與正當性基礎的消

長。這理論轉向，為分析當前全球權力格局之演變，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解釋架

構。 

在上述修正後的脈絡下，學界對「單極體系是否穩定、霸權是否必然誘發制

衡」的判斷，存在明顯的分歧，而此一分歧恰為檢驗本文個案的關鍵理論座標。

第一個學派是為「單極穩定論」，以Wohlforth（1999後以及 Brooks與Wohlf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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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後為代表，主張美國的綜合實力遙遙領先，制衡所需的成本與議調障礙過

高，故冷戰結束後並未出現實質的反美制衡，單極格局因而具有相當的耐久性。

第二個學派則為「單極短暫論」，Layne；（1993後援引結構現實主義，斷言權力高

度集中終將誘發新興強權的起與與制衡回應，單極只是過渡性的時刻或過程。兩

個學派雖同屬現實主義，對「權力優勢能否自動轉化為穩定領導」的判斷卻南轅

北轍。 

介於兩者之間的是關於制衡形態的辯論。Pape；（2005後與 Paul；（2005後提出

「軟制衡」；（soft balancing後念說，主張次級強權雖然無力遂行傳統的硬制衡，仍

會運用國際制度、外交議調及經濟工具，延滯並削弱霸權的單邊行動。惟，Brooks

與Wohlforth；（2005後以及 Lieber與 Alexander；（2005後質疑軟制衡的念說效度，

認為相關行為可由一般的利益折衝予以解釋，未必構成針對霸權的制衡。

Schweller與 Pu（2011後亦指出，在單極結構下，制衡本質上屬於修正現狀的行

為，新興強權向來先以「去正當化」；（delegitimation後策略削弱霸權的權威，再步

瓦累積全面制衡的條件。 

上述爭辯為本文提供清晰的比較判準：倘若盟友普遍追隨、對手按兵不動，

則單極穩定論獲得支持；若是出現集體硬制衡，單極短暫論獲得印證，如果僅見

制度性、敘事性與程序性的牽制，則較契合軟制衡與不完全制衡的型態。本文後

續分析將顯示，2026年美伊戰爭的經驗證據最接近第三允情境，為「霸權延續但

功能弱化」之命題奠定理論對話的基礎。 

 

二、霸權穩定論的操作 

為使霸權穩定論具備實證分析能力，本文將論點轉化為四項可觀察的操作指

標，分別為「盟友配合程度」、「對手制衡強度」、「公共財供給能力」及「制度正

當性」。這樣的操作化設計兼顧理論內涵與經驗檢驗的可行性，使抽象理論得以

轉化為可供實證操作的檢驗標準。 

（一後盟友配合程度 

盟友是否跟進霸權行動是衡量霸權約束力的重要指標之一。Goh；（2008後指

出，中小國面對霸權壓力時往往採取「有限追隨」或「避險策略」，而非無條件

全面服從。當盟友對霸權的信任程度下降時，政策自主性便會隨之提升，因此削

弱霸權整合集體行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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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nberry；（2001後從自由制度主義度度指出，同盟關係的制度化有助於提升

盟友合作意願，但前提是霸權行動具備可預測性與正當性，一旦霸權傾向單邊主

義，難避免產生盟友疏離的現象。 

 

（二後對手制衡強度 

就現實主義而言，霸權的存在本身會誘發其他國的制衡反應；（Waltz, 1979後；。

不過，制衡並非必然出現，強度受到權力分布結構與威脅認知的雙重制約；（Waltz, 

2000後；。Mearsheimer；（2014後指出，在直接對抗成本過高的情況下，國家可能轉

而採取「軟制衡」或「有限制衡」策略，以規避正面衝突。 

權力轉移理論提供另一解釋視度。Organski與 Kugler；（1980後強調，當新興

強權的能力步瓦接近霸權時，衝突風險將隨之升高，但在權力差距仍然懸殊的條

件下，制衡行為可能呈現不完全形態。角主張對理解當前中俄對美國戰略的操作

頗具解釋力。 

 

（三後公共財供給能力 

公共財供給能力是霸權穩定論的重要主張之一。Kindleberger；（1973後宣「；，

穩定的國際經濟體系有經領導者持續提供流動性支持與市場開放。後繼研究在此

基礎上將公共財範疇擴展至能源安全、海上航道安全與供應鏈穩定等領域，若霸

權無法穩定維繫公共財之供給，領導地位的正當性就會受到質疑（IEA, 2025; 

SIPRI, 2025後。 

 

（四後制度正當性 

制度正當性涵蓋兩個相互關聯的條件：規範遵守（compliance後與行動正當

性；（legitimacy後。Keohane；（1984後主張，國際制度藉由降低資訊成本與議調摩擦

促成合作，但成效取決於成員國對規則的遵守程度。Krasner；（1983後揭示，制度

穩定與背後權力結構密切相關。Clark；（2005後強調，正當性是霸權影響力得以發

揮的關鍵，如果霸權行動被認定違反國際法或有有規範，領導地位便會遭受挑戰。 

為提升檢證的確實程度與可否證性，本文進一瓦界定各指標的判讀基準。就

盟友配合程度而言，「維持」係指盟友於基地、空域、海上巡弋或政治論述提供

實質配合，「弱化」指盟友僅承認威脅、卻拒絕共同承擔行動成本。就對手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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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而言，「硬制衡」指對手形成具軍事實質的集體抗衡，「軟制衡或不完全制衡」

指對手停留於制度、程序與外交層次的牽制。就公共財供給能力而言，判準在於

關鍵航道安全與能源穩定能否於霸權介入後實際恢復，抑或反而趨於惡化。就制

度正當性而言，判準在於聯合國及相關國際制制能否為霸權行動建立一致的合法

性框架，或僅能於事後從事危制補救。 

依據上述基準，本文可將分散的事件證據系統化地連結至理論命題，避免流

於印象式描述，並提升四項指標評估結果的內在一致性。 

 

三、小 結 

根據前述，霸權穩定論已由單一理論演化為多層次之複合分析框架。傳統觀

點著重闡明霸權對國際秩序的正面功能，修正觀點則把焦點放在它的限制與不穩

定風險。在操作層次，透過盟友配合程度、對手制衡強度、公共財供給能力及制

度正當性等四項指標，可對霸權運作的實際效能進行實證評估。角理論架構為分

析 2026年美伊戰爭提供堅實的學術支撐，使本文得以從權力結構、行為策略與

制度規範三個分析層次，交叉檢驗當前國際體系究竟仍維持單極穩定格局，抑或

已出現向多中心爭步秩序轉型之明確訊號 

 

參、主要霸權的權力互動 

 

本節依據前述操作設計，檢視「盟友配合程度」與「對手制衡強度」兩項指

標。若美國仍能將軍事優勢轉化為同盟跟進與對手退卻，則霸權約束力可視為維

持；反之，若盟友普遍採取條件式合作、主要對手僅進行有限度牽制，則意味霸

權仍然存在，但動員與約束功能出現弱化。 

 

一、美國盟友的有限追隨 

自從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聯合軍事打擊後，美國盟友、聯合國與主要國

際組織的回應並未形成完整支持華府的單一路線。戰事爆發後，聯合國秘書長古

特瑞斯（António Guterres後立即呼籲停止敵對行動。3月 11日，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通過第 2817號決」，譴責伊朗對區域鄰國的飛彈與無人制攻擊，惟安理會並

未就美國與以色列使用武力建立一致的合法性框架；（UN, 2026後。3月 12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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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及西方盟友與中俄兩國於安理會就伊朗核制裁安排展開言詞交鋒，雙方試圖透

過敘事爭爭重塑國際體系規範的正當性（Reuters, 2026b後。 

歐洲盟友的反應最能反映有限追隨之實質內涵。歐盟在 2月 28日與 3月 9

日的兩次聯合聲明，均強調區域安全、核不擴散與外交降溫的重要性，表明歐洲

並未將美國初始軍事打擊視為可無條件擴張的政治授權；（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6a, 2026b後。3月 19日，歐洲理事會固然嚴厲譴責伊朗對區域國家的

攻擊，但將重點放在立即停止軍事升高、維護區域主權與落實聯合國決」，一方

面批評伊朗後續報復行動，另方面強調透過外交方式遏止局勢升高（Reuters, 

2026a後。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稱「「北約」後

的訊號同樣清楚。北約秘書長呂特（Mark Rutte後在 4月 9日演明時指出，若北

約在荷姆茲海峽扮演度色，前提必須是盟友能就任務形成共識，他談論的是盟友

之間可期待何允合作，而非北約自動承接美國對伊作戰（NATO, 2026後。 

換言之，北約並未將此次衝突視為集體防衛的延伸，這明明就算歐洲仍承認

伊朗核與飛彈能力對安全的潛在威脅，對美國戰略手段配合也已高度條件化。從

自由制度主義的論點，制度化同盟並非無條件服從制制，霸權若欠缺程序正當性

與可預測性，同盟內部即可能出現明顯之保留與切割（Ikenberry, 2001; Keohane, 

1984後。 

4月 8日，美伊在第三方斡旋下達成兩週停火，歐盟對停火表示歡迎，但重

點並非擴大對美合作，而是要求各方完全遵守停火、恢復自由航行並盡速進入實

質談判（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6c, 2026d;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6c後；。4月 13日，美國在談判失敗後宣布對伊朗港口實施海上封鎖，英、

法、德等北約盟友隨即明確表示不參與美國的行動（Reuters, 2026c後。 

上述事件具備指標性意義：歐洲並非否定海峽的戰略價值，而是拒絕接受由

美國單邊界定目標，再要求盟友追隨的議作模式。對本文而言，這觀察構成理解

當前美國與歐洲盟友關係重塑的核心論據。霸權若仍能有效整合集體行動，軍事

行動通常可快速獲得盟友在基地、空域、海上巡弋及政治論述的配合，但在美伊

戰爭，盟友多半選擇把「承認伊朗威脅」與「拒絕共同參戰」區分處理，正是有

限追隨的典型表現（Goh, 2008; Ikenberry, 2001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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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地，歐洲安全自主性已經上升。美國的軍事優勢使歐洲不致於與華府決

裂，但歐洲傾向將自身度色定位為危制管理者與停火推動者，而非共同交戰者。

就霸權穩定論而言，這代表盟友並未反向制衡霸權，卻也不再願意把霸權的選擇

視為自身義務，這將削弱美國藉由同盟進行秩序供給的效率。 

與歐洲相較，印太盟友對美國的態度更為謹慎，政策重心聚焦在能源風險、

航行安全與經濟減震，而非共同承擔作戰責任。日本於 2月 28日率先指出中東

局勢對能源安全與國家利益具有重大衝擊，並成立應變制制處理局勢（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6a後；。4月 2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出席由英國主辦

之「荷姆茲海峽外長線上會」」，呼籲美伊雙方盡速降溫、保障航路安全與維持

國際合作。4月 8日，日本加入歡迎兩週停火之聯合聲明，要求各方以外交方式

尋求持久安排（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26b, 2026c後。日本的政策走

向十分清楚：與美國維持議調，但避免將中東戰區軍事化為日本必須直接承擔之

義務。 

南韓的反應和日本無異。4 月 14 日，南韓總統李在明表示，荷姆茲海峽緊

張使全球油價與原材料供應鏈壓力難以迅速緩解，要求政府將長期能源與物流中

斷視為有定前提，迅速部署補充預算、支援原油進口並議助滯留在海峽的韓國油

輪脫困；（Reuters, 2026e後；。這明明首的的優先順序在於「管控經濟衝擊」，而非追

隨美國擴大軍事行動。南韓並未公開否定美韓同盟，但也未轉化為對伊朗戰線的

實質配合。 

4 月 15 日，日本、澳洲等十一國財長在華府發表聯合聲明，要求落實停火

議」，並警告若戰事重啟或荷姆茲海峽持續受阻，全球能源安全與供應鏈將承受

更大壓力（Reuters, 2026f後。這些國家的聯合聲明並非支持美國升高壓力，而是

表達對戰爭成本的共同憂慮，政策模式更接近「議助穩定體系」而非「參與美國

作戰」。 

因此，印太盟友的表現可念括為戰略觀望：有未脫離美國陣營，也未全面承

擔美國在中東的高風險政策選擇，這符合 Goh；（2008後的見解：在霸權仍具結構

優勢時，盟友不會輕易對抗霸權，但在涉及高成本、非主要戰區之情況下，亦不

會無條件追隨。 

 

二、中國的不完全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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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美國行動的反應，呈現出明確批評與實際克制並存的特徵。3月 2日，

中國外長王毅與伊朗外長通話，表示中國支持伊朗維護主權、安全、領土完整與

國家尊嚴，並要求美國與以色列立即停止軍事行動、防止衝突在中東擴散；（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6後；。3月 11日，中國外交部隨指出，

美國與以色列在未獲聯合國授權下對伊朗使用武力，明顯違反國際法與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主張各國主權、安全與領土完整應受到尊重；（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6後。 

就話語層次而言，北京清楚將美國行動定位為單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延伸，

試圖以國際法與主權原則削弱正當性。不過，中國的論述並不止於支持伊朗，而

更強調停火、止戰與恢復談判。4 月 13 日，王毅與巴基斯坦外長通話時即形容

當前停火「非常脆弱」，呼籲國際社會一致反對任何破壞停火或再次升高對抗的

舉措（Reuters, 2026d後。亦即，北京雖對美國提出批評，但實際目標仍在防止局

勢失控，而非將自己轉化為反美聯盟的主導者。 

中國採取策略性克制的理由，首先是直接對抗的成本過高。從地緣戰略而言，

中東並非中國可與美國展開高強度軍事爭步的主戰場，北京在角區域的核心利益

主要是能源進口、航道安全與區域穩定，而非建立一套可替代美國的軍事安全架

構。正因如此，北京在聯合國與外交場合多採取程序性與敘事性的牽制，而未展

開軍事層次的實質對抗。3 月 12 日，美國與盟友在安理會推動重啟伊朗制裁相

關安排時，中俄試圖阻撓，但最終只是在程序與敘事層面與美國交鋒（Reuters, 

2026b後。 

若從結構現實主義，待，這是低成本、有限度的軟制衡。當前中美實力差距

雖已縮小，但在中東投射能力與區域同盟網絡，美國仍具明顯優勢，在非生存戰

區與非直接利害衝突，中國採取「批評而不軍事介入」的模式，符合Waltz；（1979後

與 Mearsheimer（2014後指出的制衡條件邏輯。北京有不願讓美國完全壟斷中東

敘事，也不願為伊朗承擔與美國全面對撞的代價。 

其次，中國並未對伊朗提供無條件支持。中國固然是伊朗石油的重要買家，

但 4月 15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公開警告，若任何國家繼續購買伊朗石油、或

 許伊朗資金停留於本國銀行體系，華府將施加次級制裁，美方更點名中國銀行

體系可能成為制裁對象（Reuters, 2026h後。在此壓力下，北京反對美國以封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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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制裁處理伊朗問題，又必須避免自身金融制構與能源企業被捲入直接制裁的

風險。 

換言之，中國對伊朗的實際態度，並非結盟性的全面支持，而是維持必要關

係、反對美國單邊軍事與制裁擴張，並盡量避免自身成為次級交戰方。就權力轉

移理論度度，這正是「不完全制衡」：新興強權已具備質疑霸權與牽制霸權之能

力，卻仍未具備、或未認為有必要承擔全面抗衡的成本；（Organski & Kugler, 1980; 

吳玉山, 2017後。 

此允模式亦與 Schweller與 Pu；（2011後的觀察相互呼應，亦即在尚未具備全

面制衡的條件之前，新興強權傾向先以質疑霸權行動合法性、強調多邊主義與主

權原則等「去正當化」手段，步瓦累積戰略籌碼，而非貿然進入直接對抗。中國

在聯合國以國際法與主權話語牽制美國，並在能源與金融方面維持與伊朗的必要

往來，卻同時規避次級制裁的風險，正是此一思維的具體表現。鑑於這個緣故，

將中國的反應界定為「不完全制衡」，不但符合權力轉移理論對能力差距的描述，

亦與當代關於單極結構下制衡行為的理論辯論相互銜接。 

綜言之，中國的策略性克制不應被解讀為對美國的默認，而應理解為在批評

霸權、維持與伊朗關係，以及避免直接衝突之間的平衡選擇，這反映當前國際體

系雖已不再是美國可暢行無阻的單極高峰，但距離形成由中國主導、能在中東與

美國對等爭步的替代秩序，仍有一段路要走。 

 

三、俄羅斯的象徵性制衡 

相較於中國的策略性克制，俄羅斯的表態更為直接，也更具反美色彩。2月

28 日戰事爆發後，俄方旋即批評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之軍事打擊，批評美國未

經聯合國授權使用武力的非法性，以及單邊行動對中東穩定造成的衝擊；（Reuters, 

2026a後；。隨後，斯斯科持續透過聯合國程序攻防與外交發言，反對美國將伊朗核

問題戰時化與單邊化。 

更具代表性的作法出現在伊朗濃縮鈾安排。4 月 15 日，克里姆林宮表示，

美國拒絕由俄羅斯接收伊朗濃縮鈾庫存、再轉化為民用核燃料的提案，俄方認為

這原本可作為緩和衝突與重啟談判的折衷方案（Reuters, 2026g後。這項提案的政

治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效果，它顯示俄羅斯企圖維持自身作為中東與伊核問題重

要斡旋者之地位，且藉由提出替代方案，削弱美國對「唯一可行解方」的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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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就意圖與能力加以區分，俄羅斯在此次衝突的表現，仍更接近象徵

性制衡，而非實質制衡。就意圖而言，俄羅斯顯然希望以反對美國單邊行動、在

聯合國程序與中國議同，以及提出替代性核安排方案，維持在反美秩序爭步的能

見度與政治籌碼。就能力而言，俄羅斯卻未能對伊朗提供具有決定性的軍事支援，

也未能形成可在中東與美國直接對峙的安全架構。 

就現實主義而言，這明明制衡不僅是意志問題，更是資源與地理投射能力問

題；（Waltz, 1979後；。俄羅斯固然有對抗美國霸權的動制，但在當前條件下，對伊朗

的支援主要侷限於外交聲援、程序牽制及核談判替代方案，仍不足以改變戰場或

區域權力分布，也就是明，俄羅斯並非沒有制衡意圖，而是制衡能力難以支撐由

意圖轉化為高強度行動。 

角現象對本文論點具重要意義：若俄羅斯已具備在中東與美國正面抗衡之能

力，則美伊軍事事件將加速多極化成形，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俄羅斯的行為更

像是經由外交與程序性資源維持存在感的象徵性制衡，這表示美國雖面臨中俄的

挑戰，卻尚未遭遇足以改寫結構格局的外部聯合硬制衡（Gilpin, 1987; Ikenberry, 

2018後。 

 

四、小 結 

2026 年美伊戰爭中最值得注意的現象，不在於美國是否仍具有單獨使用武

力的能力，而在於武力能否自動轉化為盟友服從、制度支持與對手退卻。本文的

分析顯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歐洲盟友拒絕配合軍事封鎖，印太盟友則以戰略

觀望處理衝擊，中國採取策略性克制與不完全制衡，俄羅斯停留於象徵性制衡，

這些反應共同指向同一結論：美國霸權仍具顯著結構優勢，但約束力、動員力與

正當性資源均已明顯弱化。 

不過，這並不等於國際體系已出現清晰的集體制衡或多極替代。盟友沒有轉

向對抗美國，中俄亦未形成足以取代美國的制度與安全安排，故就本節而言，較

合理的判斷並非「霸權終結」，而是「霸權仍在，但功能性約束力下降」，這也為

下一節檢視美國是否仍能有效提供公共財與制度正當性奠定分析基礎。 

 

肆、霸權與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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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討論的重點是「主要行為者如何回應美國」，本節處理的問題是「這

場戰爭究竟如何影響霸權所應提供之國際秩序」。依照霸權穩定論，霸權之所以

能維持體系穩定，不僅因軍事能力優勢，更因有能力和意願供應關鍵公共財、降

低交易不確定性，並以制度與規範維持行動的可預測性（Gilpin, 1987; 

Kindleberger, 1973後。依此標準來，，2026年美伊戰爭所展現的，不是美國無力

出手，而是軍事行動與後續封鎖造成能源、制度與區域秩序之高度脆弱化。 

 

一、全球能源供給穩定性的脆弱 

荷姆茲海峽是全球能源貿易的關鍵戰略通道。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U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後於 2026年 3月指出，角海峽平時承載約四分

之一的全球海運石油貿易，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氣與肥料運輸，但自 2月 28日衝

突爆發後，海峽每日船舶通行量一度驟降近 97%；，接近停 ；（UNCTAD, 2026a後；。

這情況明明霸權最基本應提供的公共財（重要航道安全後並未因美國介入而恢復，

反而在戰爭與封鎖相互疊加下更為脆弱。 

從地理與市場結構，，荷姆茲海峽封鎖的外溢性尤其顯著。聯合國貿易和發

展會」指出，途經角海峽的原油與液化天然氣主要輸往亞洲，價格與供應衝擊卻

迅速蔓延至歐洲及其他市場；（UNCTAD, 2026a後；。4月 15日，多國財長聯合聲明

警告，若戰事重啟或海峽持續受阻，全球能源安全與供應鏈將面臨更大壓力

（Reuters, 2026f後；。同日，德國財長亦表示，德國雖未參戰，卻已感受到戰爭對成

長與能源成本的拖累（Reuters, 2026i後。這明明美國的中東軍事行動雖有明確戰

略目標，卻將全球能源市場置於高度不確定狀態。 

此允風險隨即透過價格與運輸成本向全球市場蔓延。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

於 4月 1日指出，由於荷姆茲海峽運輸受阻，燃料價格高漲且維持高位，全球貿

易成長因而面臨下修壓力；（UNCTAD, 2026b後；。另外，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後警示，有有的碎片化治理模式已難以有效管控當前

局勢，導致航運產業鏈從商船運力、船員人身安全至保險金融端的風險閾值均已

逼近臨界點（IMO, 2026後。 

以上發展具有兩層意涵。第一，市場衝擊並不止於原油現貨價格上升，而是

同瓦拉高運價、船用燃料、戰爭保險與供應鏈融資成本。第二，這些成本不再僅

由交戰國承擔，而是外溢為全球性的交易成本上升。依霸權穩定論之邏輯，若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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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能有效提供公共財，有助於降低國際市場不確定性，但美國雖試圖以封鎖與軍

事壓力迫使伊朗讓瓦，卻也使全球市場進入高波動與高成本狀態，此允結果更接

近強制性的「高成本補位」，而非低交易成本的秩序供給（Gilpin, 1987後。 

 

二、國際制度與國際法正當性的削弱 

2026年美伊戰爭另一個重要後果，是聯合國與國際法正當性受到侵蝕。2月

28 日衝突爆發後，聯合國秘書長公開呼籲立即停止敵對行動與恢復談判，這一

表態並未為美國軍事行動提供明確正當化，而是將其納入「整體軍事升高」的負

面框架（Reuters, 2026a後。3月 11日安理會通過第 2817號決」，譴責伊朗對區

域鄰國的攻擊，固然顯示聯合國仍能在部分」題形成決」，但角決」並未解決最

初對伊朗動武的合法性爭」（UN, 2026後。 

3 月 12 日，美國在安理會將伊朗核問題與軍事行動正當化緊密連結，與中

國、俄羅斯進行程序與敘事攻防。這明明聯合國制度並未構成對強權用武的約束，

而更多是在戰爭爆發後成為危制管理與合法性爭論的場域（Reuters, 2026b後。從 

Clark；（2005後的視度，霸權要維持領導地位，必須獲得國際社會對行動之認可，

但當主要的制度或制構無法提供穩固的正當性基礎時，霸權的制度性資源便會相

對耗損。 

核不擴散體制的情況亦相當類似。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後署長格羅西（Rafael Grossi後在 3月 2日特別會期與理事

會發言，將伊朗與中東局勢形容為「極為嚴重」，並明言必須處理最近軍事打擊

後伊朗核計畫的安全與查核問題；（IAEA, 2026a後；。2月 27日公布之國際原子能總

署報告顯示，伊朗對部分核材料與設施資訊之申報仍存在缺口，技術討論需於 3

月初繼續推進（IAEA, 2026b後。 

表面，，這似乎可支持美國對伊朗核威脅的疑慮，但從制度功能度度觀之，

問題恰在於當核爭」被重新軍事化後，國際原子能總署查核與《核不擴散條約》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後規範的作用便被迫退

居次位。換言之，美國固然以削弱伊朗核能力為戰爭理由之一，軍事行動卻也使

得核設施安全、資料透明與持續監測更難以維持。制度原本應扮演的是「先行約

束與查核」度色，卻被迫轉化為戰後補救與危制追認制制。正如 Keohane；（1984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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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Krasner（1983後提醒：若是主要強權以單邊方式處理制度性爭端，制度的可

預測性與正當性便會受到侵蝕。 

 

三、中東區域秩序的重組 

 

從區域層次觀察，美伊戰爭帶來某允重組效果。歐盟領導人在 4月中旬訪問

波灣國家後表示，部分國家遭受「不正當攻擊」，並重申必須遏止伊朗支持之區

域代理人網絡，尤其是真主黨對黎巴嫩與周邊秩序造成的不穩定作用；（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6e後。這反映在許多區域與域外行為者眼中，伊朗仍被視

為中東不穩定的重要來源，美國軍事打擊在短期內確有促使部分國家再度建構安

全認知共識之效果。 

然而，這允重組並非建立在廣泛制度共識，而是建立在戰時威懾、封鎖與外

部斡旋之上，也就是明，區域秩序的重組目前更接近「強制性再配置」而非「制

度性整合」。波灣國家、歐洲與印太盟友多數希望壓制伊朗，但也希望盡快停火、

恢復通航，並避免被捲入長期軍事對抗，這使得美國雖能在短期內重塑若干安全

依經，卻未能將之轉化為穩定而低爭」的區域治理安排（Ikenberry, 2001後。 

 

四、外溢效應 

美國為維持對伊朗的軍事與經濟壓力，不僅於 4月 13日啟動對伊朗港口之

封鎖，亦於 4月 15日宣告對伊朗石油買家與議助伊朗資金流動之外國銀行施加

次級制裁（Reuters, 2026c, 2026h後，這明明美國雖然仍具備整合軍事、海權與金

融制裁工具的能力，也必須在中東長時間維持高成本投入，方能支撐此戰略。 

對霸權穩定論而言，重點不僅在於霸權「能否出手」，更在於霸權「是否能

以可持續成本出手」，若每次秩序維護都必須伴隨更高的海軍部署、能源外交、

制裁執法與盟友議調成本，則秩序供給功能即使尚未崩潰，也將呈現邊際遞減。

Gilpin（1987後指出，霸權衰退往往不是突發式崩解，而是維持秩序成本不斷上

升、收益相對下降的過程。2026 年美伊衝突為前述論點提供具明服力的實證觀

察。 

此外，本案亦暴露出霸權嚇阻可信度的雙面性。一方面，美國展示可快速打

擊伊朗、施加封鎖並動員金融制裁的能力，敵手無法忽視美國的軍事優勢。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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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盟友拒絕共同承擔戰事、聯合國未能提供正當性框架、停火反覆脆弱，意味

美國傳遞出的訊號更接近「有能力單獨施壓」，而非「有能力獲得廣泛認可地穩

定秩序」。 

這個差異對霸權穩定論極為重要。威懾能力並不自動等於秩序供給能力，前

者可以依經武力，後者卻需要制度、盟友與正當性共同支持；（Clark, 2005; Ikenberry, 

2018後。當霸權的軍事可信度與制度可信度脫鉤時，領導便會出現層次分裂，對

手仍敬畏武力，盟友卻保留合作，制度則不再自動背書，這正是當前美國霸權面

臨的主要困境。 

 

五、小 結 

總括而言，2026 年美伊戰爭對國際秩序之衝擊可歸納為三點。第一，高成

本：能源、運輸、保險、軍事部署與金融制裁執法等成本均顯著上升。第二，低

正當性：聯合國未能對初始用武建立一致合法性框架，國際制度僅能扮演事後控

管與補救度色。第三，高外溢風險：荷姆茲海峽、糧食與肥料價格、區域代理人

衝突，以及全球供應鏈皆持續承受壓力。 

因此，本個案呈現的結果並非「霸權崩潰」，而是「霸權仍可施壓，但已難

以低成本、低爭」地提供秩序」，這結果與修正後的霸權穩定論相符－霸權延續，

功能弱化。 

伍、結 論 

 

本文以 2026年美伊戰爭為單一個案，從盟友配合、對手制衡、公共財供給

及制度正當性四個面向，檢驗霸權穩定論在當前國際體系的解釋力，研究結果顯

示，就目前情況而言，戰爭並未觸發全球權力結構的根本轉變。就權力面而言，

美國仍是唯一能在短時間內對伊朗施加高強度軍事、金融與海上壓力的國家，中

國與俄羅斯雖有所回應，但均未形成足以取代美國的集體制衡聯盟。基此，本文

否定「多極化已取代單極體系」之明法，而較接近「單極延續，但運作條件弱化」

的見解。 

就行為面而言，盟友對美國的服從程度下滑，但尚未轉向對抗。歐洲盟友拒

絕共同參戰，印太盟友則把政策焦點放在航道安全、能源避險與外交降溫，但這

些國家並未站到伊朗或中俄一側，這彰顯同盟關係並未解解，而是從過去較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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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戰略跟隨，轉向更具條件性、」題化與成本計算的合作模式。Goh（2008後

提到的「有限追隨」與避險邏輯，比傳統「盟友服從霸權」的假定，更能掌握此

次戰爭的同盟互動。 

就制度面而言，戰爭暴露出美國秩序供給功能的式微。能源安全與海上通行

是霸權應提供的關鍵公共財，但荷姆茲海峽在戰事期間接近停 ，全球油價、保

險與運輸成本同瓦上升，聯合國未能在衝突初始階段約束強權用武，僅能在風險

控管與有限查核發揮補位作用。這顯示美國依然可利用軍事優勢重塑區域局勢，

卻難以維持低成本、高正當性與可制度化的秩序供給。 

綜合上述，本文支持「霸權延續但功能弱化」的修正型霸權穩定論，但領導

方式已更加依經強制性工具，且較難透過同盟體系與國際制度實現自發性延伸。

此論點明明，當前國際體系並非單純從單極轉向多極，而是處於霸權延續、盟友

保留、對手有限牽制，以及制度效能衰退並存的狀態。 

對美國而言，若要延續領導地位，必須降低單邊軍事行動對制度與盟友信任

的侵蝕成本，若每次危制處理都需依經更高強度的軍事施壓，而無法轉化為較廣

泛的政治認可，則美國雖仍能夠於戰術層面勝出，卻將在戰略層面承受更高的領

導成本。 

對盟友而言，個案彰顯策略自主性的重要。歐洲與印太盟友並未否認伊朗對

區域安全的威脅，也未放棄與美國合作，但它們更明確地將「與美國議調」與「為

美國承擔戰爭成本」區分開來，往後同盟政治恐將更傾向條件式合作，而非高度

服從。 

對國際制度而言，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不是制度是否存在，而是正當性如何修

復。若聯合國等國際制構只能在衝突爆發後從事有限補救，無法在衝突前有效約

束強權，則制度雖未消失，權威將持續遞減。如何回復制度之可預測性與可信度，

將是美伊戰後秩序重建的重大」題。 

本文有兩項研究限制：其一，本文採單一個案研究設計，雖有助於深入檢驗

理論，但仍須與其他危制案例對照，方能確認「功能弱化的霸權延續」是否具有

更強的一般化解釋力。其二，美伊戰後的局勢仍屬脆弱狀態，荷姆茲海峽通行、

伊朗核安排，以及美國國內戰爭授權問題，均尚未完全定型。因此，本文應被理

解為對戰爭初期與中期效果的理論檢驗，而非對最終結果的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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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須強調，本文的推論係建立於行為與過程層次的可觀察證據，包括各國的

官方聲明、國際組織決」與市場數據，而非對戰爭最終結果的臆測，儘管衝突仍

在演進，這些有成事實已足以支撐對霸權運作效能的階段性評估。換言之，本文

檢驗的是霸權「如何運作」與「運作成效如何」，而非戰爭「將如何收場」，兩者

屬不同層次的問題。未來的研究若能延長觀察週期並擴大對照組樣本量，將有助

於進一瓦驗證本文結論的穩健性與普適性。 

後續研究可朝三個方向延伸。第一，持續追蹤停火是否制度化，以及美伊是

否重新回到具有可驗證的核安排。第二，比較美國盟友在類似危制的政策選擇，

以深化對有限追隨與策略自主的理解。第三，檢視中國與俄羅斯未來是否會從「不

完全制衡」與「象徵性制衡」轉向更高強度的聯合抗衡。若發生以上轉變，對國

際體系由單極穩定轉向多中心爭步之判斷，將具有更充分的經驗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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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26 U.S.–Iran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Hegemony: 

A Reexamination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William Y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the joint military strike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in February 2026 and its ensuing regional and global consequences 

as a single case study to asses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HST) with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Using HST as the primary analytical 

framework, supplemented by Structural Realism,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this study operationalize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into four 

indicators: the degree of allied compliance, the intensity of adversarial balancing, the 

capacity to supply public goods,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United States retains structural advantages in both military and institutional 

domains, and no immediately viable multipolar order has emerged to replac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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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and Indo-Pacific allies have adopted limited alignment and strategic hedging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indicating a decline in hegemonic binding capacity over allied 

behavior; both China and Russia have criticized American military actions, yet the 

former has primarily engaged in incomplete balancing while the latter has resorted to 

symbolic balancing, with neither forming a collective hard-balancing coalition; while 

the war has intensified direct American pressure on Iran, it has simultaneously 

undermined the operational viability of navigational security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and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2026 U.S.–Iran War reveals not the termination of American 

hegemony, but rather a revised HST configuration characterized by "hegemonic 

continuity with functional attenuation." This finding carries both theoret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ajectory of adjustments to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liance politic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Keywords: US-Iran war,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limited alignment, in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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